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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央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1]
孙珺
摘要：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二战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高度独立性保持着德国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最好的通胀记录，使德国央行制度成为典范。欧洲央行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意志的贯彻，它具备高度的独立性。本文首先阐明研究的必要性，然后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判例对德国和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进行法律分析，进而阐明两者的关系，最后总结了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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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研究的必要性
据截止2009年底对近十年中文期刊论文的搜索发现，中国对“德国央行独立性”进行法律研究尚属空白，更谈不上结合判例进行综合分析；对“欧洲央行独立性”的研究多数从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角度分析，法学性较强的有伏军发表于《河北法学》2007年第4期的《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及其司法解读》、陈彬和喻娟娟发表于《法国研究》2006年第3期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独立地位的保障机制与制约因素探析》以及张智勇发表于《法学》2003年第4期的《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等论文；伏军的文章是惟一结合欧共体法院判决进行较全面分析的。

研究央行的独立性，不能不考察独立性较高国家的法律制度，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欧洲央行具有如此高度的独立性是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体现。此外，德国在银行界可谓根深叶茂，是国际银行家的密集产地。19世纪的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犹太国际银行家族，其中最为眩目的那些家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来自德国。[2]研究银行方面的问题，若不关注德国，恐难追本溯源。然而，受语言与一手资料的限制，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欠缺。因此，有必要将“德国与欧洲央行的独立性”结合起来进行法律分析。

一、 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德国的央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德国经济保持着良性发展。引入欧元后，德意志联邦银行发行货币的职权告终，欧元区各国的货币发行权让渡至欧洲层面。

下面将在简述德国央行及其独立性的历史发展与宪法地位的基础上，对德国央行的独立性进行法律分析。

（一） 德国中央银行及其独立性的历史发展
在1875年《银行法》基础上建立的帝国银行要听命于帝国总理的指示，是没有独立性可言的。到了1924年，帝国银行开始具备了独立于政府的地位，而且其自治独立性获得了法律的保障。但二战期间，由于极端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统治，货币发行银行完全由政府掌控。后来，通过1948年的货币改革才结束了国家任意处置货币的状况。1957年，德意志联邦银行诞生，德国恢复了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央行独立性的做法，当时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有义务，在履行其职责的前提下，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般性经济政策。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行使本法赋予其的权限时，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指示。”就央行与政府的关系及其法律制度而言，二战后的联邦时期与二战前的帝国时期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德国在其他领域的法律制度上也存在着相同的发展脉烙，呈现出经过二战断层后的回归帝国制度的特征。

（二） 德国中央银行的宪法地位
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德国的央行，其诞生也意味着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建立一个货币发行银行作为联邦银行的任务。德国《基本法》第88条第1句规定：“联邦建立一个货币发行银行作为联邦银行。”由此可见，德国央行是一个有宪法保障的机构，联邦有义务维护其存续。换言之，德国央行具有宪法所保障的地位。不过，后来的第88条第2句的规定又使得该保障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对化了，该句规定：“联邦银行的职责与权限可在欧盟的框架下让渡给欧洲央行，欧洲央行是独立的并有义务对保障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负责。”该规定是1992年添加进第88条的，目的是为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来建立欧洲央行并引入统一的欧洲货币而创造宪法上的前提条件。[3]这样一来，德国央行的职责与权限让渡至欧洲层面，它原来具有的受到德国宪法保障的地位也就因此相对淡化了。

（三） 德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分析
现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是德国央行独立性的法律基础，该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行使本法赋予其的权限时，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指示。作为欧洲央行体系的组成部分，只要在履行其职责可能的情况下，德意志联邦银行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般性经济政策。”

《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赋予德国央行的独立性与欧洲各国相比是最大的。维持货币稳定是德国央行的首要任务，在维持货币稳定的前提下，德国央行有责任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经费的独立也保障了德国央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受外来因素，特别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干扰。[4]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马斯特里赫特”一案判决中对央行的独立性表明了明确的态度立场，认为“独立的央行比一个主权机关更能保障货币价值，从而更能在履行经济自由权利的过程中为国家的财政政策以及为私人的计划与安排确保普遍的经济基础；而一个主权机关在其行为可能性与行为方式上对货币数量与货币价值有着根本的依赖性，并且依赖于政治力量的短期突发性的许可。”[5]不过，从德国《基本法》第88条的规定无法推断，立宪者是否以独立的联邦银行为出发点。德国央行的独立性只是规定在一般性法律即《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中。因此，对其独立性的宪法定位是非常有争议的。[6]主流观点认为，德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一结论并不是从德国宪法（《基本法》第88条的旧版本）得出来的[7]，而只是根据一般性法律（《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得出的。

后来通过引入第88条第2句解决了这一争议，因为据此一些权限可以让渡给欧洲央行，而且欧洲央行是独立的，并有义务对保障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负责。这样一来，通过在德国宪法上确立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从而辗转确立了德国央行独立性的宪法保障。[8]
（四） 小结
从以上法律规定以及相关司法和立法解析可以看出，德国央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而且其独立性是有明确法律保障的，被明文规定在德国的一般性法律中，即《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该条所规定的独立性涉及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德国央行据此享有的独立性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根据该条第2句的规定，联邦银行在履行其职责的前提下，有义务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般性经济政策。而且，第12条第1句将其享有的独立性限于“在行使本法赋予其的权限时”，也说明了德国央行享有的是一种功能独立性（funktionelle Unabhängigkeit），即以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职能为限。

此外，在德国《基本法》第88条中引入第2句，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就整体的机构保障而言，淡化了德国央行作为联邦下设的一个机构具有的在国内宪法上的保障地位，因为随着其职责与权限让渡至欧洲层面，对其机构的保障也应该随之转移；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的独立性而言，辗转在德国宪法中确立了央行的独立性，因为过去对央行的独立性在宪法中没有提及，只规定在一般性法律中，而引入第88条第2句后，通过在德国宪法上提及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从而也确立了德国央行独立性的宪法保障。

二、 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07条第1款，欧洲央行与所有欧共体成员国的央行构成了欧洲央行体系，而欧洲央行与加入欧元区[9]的欧共体成员国央行组成了欧元体系。在保障独立性方面，欧洲央行的制度构建基本上是德国意志的贯彻。

下面将围绕法律基础、理论之争和司法解析这根红线来分析欧洲央行的独立性。

（一） 法律基础
《欧共体条约》第108条是欧洲央行独立性的法律基础，该条规定：“在依据本《条约》与《欧洲央行体系章程》的授权行使权力与执行任务、履行义务时，无论是欧洲央行，还是成员国央行，或者它们的决策部门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或部门、来自任何成员国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部门的指示。共同体的机构与部门以及成员国的政府有义务遵循这一原则，并不得在欧洲央行或成员国央行决策部门的成员执行其任务时试图施加影响。”

即便《里斯本条约》生效后，该《条约》对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现有的架构几乎没有影响。《里斯本条约》赋予欧洲央行以欧盟机关的地位，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内容上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些微调。[10]
（二） 理论之争
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与其法律地位是紧密联系的。在欧洲央行建立之初，对其法律地位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关于它究竟是否构成欧共体的一个机关[11]，理论界争论不休。缔结《欧盟条约》后，有学者曾考虑将其视为欧盟的、但不是欧共体的一个行为载体。赤雅&#8226;蔡柳丽（Chiara Zilioli，以下称蔡柳丽）[12]与马丁&#8226;塞梅尔（Martin Selmayr，以下称塞梅尔）[13]多次撰文阐述该观点并最终在《欧洲中央银行法》[14]一书中加以总结。该书是一本权威的、可读性很强的书，作者并不是进行有保留的论述，而是选择了明确的立场，其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1999年，芮蒙&#8226;脱伦特（Ramon Torrent，以下称脱伦特）在《共同市场法评论》（CMLRev）上撰文[15]反驳了蔡柳丽与塞梅尔前期发表于该刊一文[16]的论点，指责其关于欧洲央行地位的论述可能损害欧共体及欧盟的机构秩序。[17]2006年，德国乌尔里希&#8226;海德（Ulrich Häde，以下称海德）在其发表于《有价证券快讯》（WM）杂志上的一文[18]中全面总结、分析了蔡柳丽和塞梅尔的观点与论述。

1． 蔡柳丽与塞梅尔的观点
蔡柳丽与塞梅尔将欧洲央行与欧共体并列，将其描述为欧盟大厦第一根支柱中独立的超国家组织。他们认为，欧洲央行是与共同体本身相似的法人，可将其描述为“新的共同体”，他们在论证上述观点时指出，欧洲央行不是共同体的机关，这一点可以直接从条约的结构体系中看出。欧洲央行既没有作为共同体的机关被规定在《欧共体条约》第7条第1款中，也没有被规定在该《条约》关于“共同体机关”的第五部分中。他们将欧洲央行定性为一个共同体法上独立的特别组织，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治”（autonom）组织。

2． 脱伦特的观点
脱伦特在对蔡柳丽与塞梅尔发表于《共同市场法评论》（CMLRev）上的一文反驳时指出，该文没能回答欧洲央行是谁的央行这一问题。脱伦特认为对该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第一，加入货币联盟的欧共体成员国；第二，欧共体。第一个答案明显不正确，这样，就只剩下第二个答案了。按照蔡柳丽与塞梅尔的观点，欧洲央行既不是“其自身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its own）也不是“共同体内部的共同体”（Community within the Community）。但脱伦特却认为，不多不少刚刚好，欧洲央行只是欧共体的央行。此外，脱伦特指出，创设一个拥有法律人格的机构如欧洲央行对于共同体而言根本没什么特别之处。

3． 海德的观点
海德认为，欧洲央行不是在共同体之外的独立组织，不是与现有各共同体并存的“新共同体”。这一点可以从《欧盟条约》缔约国将欧洲央行规定在《欧共体条约》中看出来。假如要在欧共体之外建立一个组织，它们只能通过一个附加的共同体条约或者通过《欧盟条约》来创建，而不是通过《欧共体条约》自身。因此，欧洲央行是欧共体的机构，更确切地说，它是欧共体的央行。作为欧共体央行，它是货币政策领域一系列根本权限的载体，然而并不是货币主权的载体，货币主权由各成员国让渡给了欧共体。基于其依法享有的独立性与其所拥有的权限，欧洲央行在共同体内部获得了一种突出的地位，有理由将其描述为欧共体的准机关。

4． 评析
上述理论之争可归结为两点：第一，欧洲央行具有何种法律地位；第二，欧洲央行具有何种独立性。

首先，关于欧洲央行法律地位的问题。显然，欧洲央行不是欧共体的机关。对此，蔡柳丽与塞梅尔运用条约结构体系解释方法的分析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笔直不赞成其将欧洲央行视为一个与欧共体并列的独立自治组织，而赞成海德的观点，即欧洲央行被规定在《欧共体条约》中，运用条约立法宗旨的解释方法可以合理地认为，缔约者虽然赋予欧洲央行一种特殊的地位，但其初衷不在于将其置于欧共体之外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组织。至于是将其描述为欧共体的准机关，还是特殊机关，则无关宏旨。

其次，关于欧洲央行独立性的问题。既然《欧共体条约》第107条第2款赋予欧洲央行独立的法律人格，就说明其在欧共体内部享有区别于其他机构的高度独立性。至于脱伦特认为拥有法律人格对欧共体而言无甚特别之处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对此，依旧赞成海德的观点，即欧洲央行虽然是欧共体的央行，但在欧共体中拥有一种突出的地位。

笔者认为，欧洲央行的这种突出地位具体表现为其所享有的高度功能独立性，而这又是与欧洲央行在欧洲货币政策领域担负的重任是分不开的。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05条第1款的规定，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货币稳定。

（三） 司法解析
1． 欧共体法院2003年7月10日关于OLAF案判决的案情简介
本案是欧共体委员会在荷兰王国、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支持下对欧洲央行提起的诉讼[19]，原告要求宣布1999年10月7日欧洲央行关于反欺诈的第1999/726号欧共体决议[20]无效。欧共体法院在2002年10月3日的听审会上听取最后陈述后，于2003年7月10日在卢森堡公开听审会上判决如下：“1．1999年10月7日欧洲央行关于反欺诈的第1999/726号欧共体决议被宣布为无效。2．欧洲央行承担诉讼费用。3．荷兰王国、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承担自己的费用。”[21]
由于违反欧共体第1073/99号条例[22]，欧洲央行第1999/726号欧共体决议被宣布为无效。第1073/99号条例是欧洲议会与欧共体理事会于1999年5月25日基于《欧共体条约》第280条第4款颁布的法律文件，该条例第4条授权欧洲反欺诈局（以下简称OLAF）在欧共体机关（Organe）、机构（Einrichtungen）、办事处（Ämter）与代理处（Agenturen）内部进行反欺诈调查。第1999/726号决议是欧洲央行于1999年10月7日基于《欧洲央行体系章程》第12.3条颁布的法律文件。欧洲央行以其决定表明，第1073/99号条例的规定对其不适用，通过颁布第1999/726号决议以示其对第1073/99号条例的拒绝，依第1999/726号决议在欧洲央行内部建立一个反欺诈委员会。本案判决认为，被撤销的第1999/726号决议以错误的前提为出发点，即认为第1073/99号条例不适用于欧洲央行。[23]
2． 欧共体法院2003年7月10日关于OLAF案的判决
从本案判决可以看出，欧共体法院尽力对欧洲央行的独立性给予比欧共体委员会更多的赞赏。欧共体法院强调，《欧共体条约》制定者显然希望保证欧洲央行能够独立完成该条约赋予其的任务。除了《条约》第108条有这样的表达之外，欧洲央行被赋予法律人格并有自己的资金以及自己的决策机构，其决策机构的成员只能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才可被免职，这些都佐证了上述表达。在所有这些方面，法院看到了可以加强在第108条中确立的独立性的各种因素。不过，法院认为，正如第108条规定的那样，欧洲央行独立性的功能在于保障欧洲央行及其决策机构免受来自外部的影响，这类影响的施加可能会与欧洲央行履行《欧共体条约》和《欧洲央行体系章程》赋予其的职责产生冲突。因此，第108条应该从根本上保证欧洲央行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以使其可以通过行使特别权限来有效地遵循为其职责所设定的目标。[24]
欧共体法院承认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不过，它通过以下说明也明确限定了其独立性的界限。法院认为，此独立性不应导致欧洲央行被完全从欧共体中分离出来，并被完全排除在共同体法的各项规定之外。欧洲央行有义务为实现欧共体的目标作出贡献，按照《欧共体条约》和《欧洲央行体系章程》赋予其的权限来行为，接受法院与审计院的检查。据此得出结论，不得从根本上排除共同体立法者颁布可主张适用于欧洲央行的措施。[25]
3． 评析
OLAF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欧洲央行是否有权在反欺诈领域独立采取行动从而拒绝OLAF依据欧共体条例在其内部进行反欺诈调查。对这一焦点问题的回答与前述关于欧洲央行法律地位及独立性的分析息息相关。

笔者认为，欧共体法院恰恰是认清了欧洲央行在欧共体内部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享有的高度功能独立性，才在宣布第1999/726号决议为无效的同时，强调应该从根本上保障欧洲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职能时不受外部政治压力的干扰。不过，欧洲央行享有的高度功能独立性并不能完全排除欧共体法对其的适用。换言之，任何欧共体的立法或措施只要不影响欧洲央行履行《欧共体条约》第105条赋予其的货币政策职能，那么欧洲央行就无权排除其适用。

三、 德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与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关系
欧洲央行建立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丧失了一些基本货币政策权限。[26]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德国央行继续存在，同时成为了欧洲央行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3条第1句明确规定了这一点：“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是欧洲央行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开始，欧元的稳定性关键取决于央行，尤其是欧洲央行的独立性。[27]
根据德国《基本法》第88条第2句，德国央行只有在“欧洲央行是独立的并有义务对保障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负责”的情形下，才可将其职责与权限在欧盟的框架下让渡给欧洲央行。通过《欧共体条约》与相关《章程》确立的欧洲央行的组织结构满足了这一宪法前提。《欧共体条约》第108条通过欧洲层面的基础性初级法确保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对这一保障机制曾经是有争议的。[28]在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二阶段，违背上述前提的成员国曾被要求对其国内的规定进行相应的调整。关于涉及欧洲央行独立性的修改只能通过依据《欧盟条约》第48条规定的对条约的修改程序来完成。首先按照第48条第2款第2句的规定，在涉及货币领域的机构改革时必须听取欧洲央行的意见。然而，根据第48条第3款的规定，有关条约的修改只有在所有成员国批准之后才能生效。对于这样一项修改条约的法律，德国联邦议会可能从其宪法出发，基于《基本法》第88条第2句的规定不予同意。[29]主流观点认为，与过去只是通过《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这样的一般法律规定予以保障相比，上述的独立性保障更加强劲有力，因为《基本法》第88条第2句对欧洲央行体系持久的独立性提出了要求，并且防止了德国政府同意对该自治独立性加以根本性的限制。[30]
四、结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比较强调学术论文探讨之后提出对策，德国则倾向于学者专注学术探讨，而对策更多地由政治家、实务家提出。学术与政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学术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讨论获得知识，而政治尤其重视行动。按照德国宪法学者鲁道夫&#8226;斯曼特（Rudolf Smend）的说法，学术的基本价值是追求真理。[31]
中国学术大环境无形中对学者提出了献计献策的要求，迫使不少学术论文最后都要将西方的制度归结为几种模式，然后有选择地进行推荐。例如，伏军认为，德国央行独立性的制度安排属于绝对独立模式，其完全独立的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现状。[32]笔者认为，将德国央行独立性的制度安排归于绝对独立模式，值得商榷。更确切地说，德国央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要说绝对则稍显过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第1句将其独立性限于“在行使本法赋予其的权限时”，该条第2句要求其“在履行其职责可能的情况下，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般性经济政策”。可见，德国央行享有的独立性不是毫无限制的、完全绝对的。而且，早在OLAF案判决之前，德国学术界就有学者使用了央行“功能独立性”[33]的表述，“功能独立性”并不是OLAF案判决的首创。不过，在谈到是否适合中国时，伏军谨慎地使用了“不一定”、“现状”这样的限定词，他没有绝对地否定对中国的适用性。言下之意，德国央行的高度独立性是否在将来什么阶段或许适合于中国。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模式的选择，关键取决于事物的发展阶段。

仅就立法而言，很难简单判断中国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央行较大的决策自主权、财务自主权等，但在较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央行组织保障的规定。最突出的一点是人民银行在履行货币政策这一核心职责时无法独立于政府。有学者针对此提出，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侧重点应该是减少政府对央行的影响，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34]
笔者认为，中国央行独立性的制度安排更多地受制于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状况。相关的论据曾有学者提及。中国金融学者在介绍央行与通胀偏差的关系时指出，在发达工业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胀负相关、与经济增长不相关，央行行长任期与通胀不相关；在发展中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胀不相关，与经济增长也不相关，但央行行长任期与通胀显著相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更注重价格稳定，发展中国家更偏好经济增长。[35]
虽然现阶段在中国通过立法赋予央行类似于德国央行或欧洲央行的高度独立性不太现实，笔者依旧赞成通过立法减少政府对央行制定与实施政策的影响。

Rechtliche Analyse der Un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und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sowie Anregung für China
Sun Jun
德文内容提要：Erhöhung der Unabhängigkeit der Zentralbank wird weltweit anerkannt. Nach dem 2. Weltkrieg hält die hohe Un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den besten Rekord Deutschlands unter den entwickelten Industriestaaten hinsichtlich der Inflation und dies macht das deutsche Zentralbanksystem zum Vorbild. Die Err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EZB) ist in hohem Maße die Durchführung des deutschen Willen. Die EZB hat hohe Unabhängigkeit. In dem vorliegenden Beitrag wird zuerst die Notwendigkeit der Forschung erläutert und dann wird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und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anhand der Vorschriften und Entscheidungen rechtlich analysiert. Anschließend wird deren Verhältnis erklärt und schließlich wird Anregung für China zusammengefa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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